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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数字治理的视角，从网络内容生产模式变化的三个阶段：专业生成内容(PGC)、用户生成

内容(UGC)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来考察中国网络内容治理政策的变迁脉络。选取 1997 年至 2022
年出台的 81 项网络内容治理政策文本，采用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方法，建立了“治理工具—治理环境

—治理价值”的三维政策分析框架。研究发现，这三个阶段网络内容治理政策的共性体现在对规范式

治理工具的偏好和对安全、有序两大治理价值的选取方面；差异性不仅体现在运动式、引导式与智能

式等治理工具在不同阶段的使用频率上，还体现在各阶段对发展、和谐治理价值的关注度上。中国政

府在网络内容治理领域具有“强监管”的路径依赖、“善学习”的能力禀赋和“重稳定”的渐进特性，

由此需要从治理工具、治理环境与治理价值三个维度入手，切实提高中国数字政府治理与数字社会治

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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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伴随信息技术的进步，网络社会 (Cyber 

Society)空间急剧膨胀，海量文字、声音、图像、

视频等网络内容持续冲击公众的眼球与大脑。网

络内容受众广、传播快、形式多样化等特性致使

许多真假难辨的信息得以飞速传播并带来许多

社会问题，这对政府的网络治理提出了挑战。如

何适应网络社会特点，把握网络社会发展趋势，

进而完善网络内容治理体系，成为数字时代政府

亟待解决的问题。 
网络内容，或称网络信息内容、网络空间内

容，是以互联网为媒介传播的文本、音频、图像、

视频等。基于创作主体的不同性质，我们将网络

内容生产分为三个阶段[1]：其一，专业生成内容

(PGC, Professional-Generated Content)阶段。该阶

段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主要是由专业人士通

过聚合、筛选等专业手段面向用户提供内容，以

门户网站、浏览器、搜索引擎等为主要产品。其

二，用户生成内容(UGC, User-Generated Content)
阶段。这一阶段的出现顺应了我国网络社交媒体

普及化、个性化发展的趋势。在这一阶段，所有

网络用户都可以以任何形式自主创作并发表网

络内容[2]，他们不仅是信息接受者，也是内容的

创作者。其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 A I G C , 
AI-Generated Content)阶段。在该阶段初，网络内

容生产采用人工智能辅助，2010 年后由于多项关

键技术，如生成对抗网络(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与变换器架构(Transformer)的广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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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网络内容生产开始借由深度合成 (Deep 
Synthesis)技术来实现，由此拉开了智能创作时代

的帷幕。 
从 PGC、UGC 到 AIGC，网络内容生产的阶

段变化与互联网形态的演进齐头并进，对应着以

“聚合、联合、搜索”为本质的只读互联网

(Web1.0)、以“参与、展示、信息互动”为本质

的交互互联网(Web2.0)和以“深度参与、生命体

验以及体现网民参与的价值”为本质的去中心化

互联网(Web3.0)三个阶段[3]。在不同阶段，政府

在实施网络内容治理过程中面对的内容生产主

体、内容生成及传播特点、网络环境、技术基础

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PGC 时代网络内容分

布相对集中、聚合性强，加之网民规模和交互技

术发展程度有限，政府进行网络内容治理遇到的

阻力也相对较小。UGC 时代，人人都是内容的生

产者，平台营利模式依赖用户参与、用户主导、

用户建设[4]，内容生产主体不断增多且分布零散，

网络潮流趋向个性化。政府很难做到既保障网民

获得感、完善政府的监管体制，又兼顾平台的收

益。AIGC 时代，技术的复杂性成了政府进行网

络内容治理的首要障碍，这既要求政府理解相关

的技术内涵与伦理议题，制定有效且符合公共利

益的治理规则，避免监管的业余性与滞后性；也

需要政府警惕治理过程中产生技术依赖、算法黑

箱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治理难题等[5]。 
网络社会日新月异，这一现实情况决定了政

府的网络内容治理具有“实践先于理论”的特点。

从网络内容生产的阶段变化来考察相关政策的

演进，在理论上，能够为研究政府的数字治理实

践与网络内容治理政策的变迁脉络、工具选择的

内在逻辑及其产生的影响提供新的视角；在实践

上，通过梳理 PGC、UGC 与 AIGC 时代相关政

策的发展脉络，在分析这三个时代相关政策工具

共性与差异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政策经验，能

为政府适应未来网络社会的变革、提高数字治理

能力提供参考。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数字治理的视角切

入，尝试探讨三个问题：第一，在网络内容生产

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政府的网络内容治理政策

表现出何种特征，其内在理念、逻辑与价值为

何？第二，在不同阶段，中国政府的网络内容治

理政策具有哪些共性与差异性？第三，作为一项

重要的数字治理实践，网络内容治理政策的演进

能为中国政府提高数字政府治理与数字社会治

理能力提供哪些经验？ 
 

二、文献述评与研究梳理 
 

(一) 网络内容治理：一项重要的数字治理 
实践 

数字治理，是“在政府与市民社会、政府与

以企业为代表的经济社会的互动和政府内部的运

行中运用信息技术”[6]进行数字赋能与社会赋 
权，从而实现公共价值、维护公共利益的治理模

式，是“由治理理论与互联网数字技术相结合产

生的”[7]新型公共管理范式，具体包括数字政府

治理、数字社会治理、数字经济治理三个方面。 
网络内容治理是一项重要的数字治理实践，

是深化数字政府治理与数字社会治理改革过程

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在数字政府治

理层面，网络内容治理事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

重大议题，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

报告就将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 
治理体系作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

要求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设专章论述国家

安全问题，其中就包括“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健全网络综合治理生态，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

态”等要求。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网络意识形

态安全体现了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以及网络

安全的叠加集成”[8]。由此可见，随着国家安全

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网络安全尤其是网络意识

形态安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有效治理网络内

容、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成为数字政府治理

的重要政治任务。另外，政府治理场域的拓展也

使得“数字空间的治理”[9]成为政府数字化转型

过程中的重要议题，能有效治理数字空间中的网

络内容成了考验数字政府治理能力的关键。另一

方面，在数字社会治理层面，网络内容治理的对

象实质上是网络用户线上线下的联动行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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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规则，政府对网络用户的线上行为难以达到

管控目的。这是由网络的匿名性、行为的复杂性、

连接的全球性、资源的丰富性所决定的[10]。尽管

许多网络用户发布的网络内容带有强烈的主观

性，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情民意的反映，

既不能无所约束、放任自流，也不能过度管控、

有损政府的公信力。这就需要政府突破传统治理

的局限性，在加强网络内容治理与尊重网民诉求

之间寻求平衡，制定公平合理的网络表达规则，

在防止有害内容产出、扩散的同时，更精准地发

现并解决民众关切的数字社会治理问题，以达到

维护数字社会稳定发展的目的。 
(二) 网络内容治理政策的研究维度 
由于国外互联网建设起步早，海外学者对于

网络内容治理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三种较为系统

的学术观点：第一，无政府的自治式治理。该观

点以网络自由主义为内核，宣称网络管理应当依

靠网络空间内自发形成的制度而不是政府的管

制[11]。第二，有限政府的多中心治理。以网络现

实主义为内核，该观点既肯定了政府治理网络内

容的现实必要性，也提出了以“民主的商议”[12]

为原则来判断政府管制的范围；第三，强政府的

元治理。该观点强调以网络管制主义为内核，认

为政府是网络内容管控的“实际决策人”和“幕

后操盘手”[13]。基于世界范围内网络内容治理的

实践现况，这三类治理模式概括性地反映了其他

国家在实行网络内容治理过程中的工具选择及

其内在逻辑、外在影响，对于我国探索具有中国

特色的网络内容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国内早年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网络内

容监管”的概念界定上，将网络内容监管视为“现

实社会行政监管和执法在互联网信息内容领域

的延伸”[14]，没有脱离传统的行政监管研究范式。

随着治理理论的流行与数字治理的兴起，近年来

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治理”一词代替

“监管”，将治理理论引入相关研究，但是总体

上研究数量有限：第一，关于网络内容治理的定

义与内涵的探讨。何明升将网络内容监管定义

为：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由政府主导、多主体协

同的信息质量监管，其基本价值包括“安全”与

“发展”两个向度，前者包括系统、社会、国家

三个层面的安全，后者代表着治理的目的性。政

府对这两个选项的权重配比，决定着特定信息质

量监管模式的形态和价值阶梯[15]；第二，关于网

络内容治理工具与手段的选择。孙逸啸归纳了四

种同时应用于网络内容生态治理的政府行动即

“法治—权益型”规范式、“自治—纠正型”运

动式、“德治—补充型”引导式和“技治—效率

型”智慧式，他认为政府的行动选择会依据网络

内容风险的演变进行动态调整[16]。该观点符合我

国的现实国情，但未能充分解释政府工具选择的动

机及其内在逻辑和外在影响；第三，关于网络内容

治理的发展与变革的归纳。尹建国看到了政府在网

络内容治理方面的机制缺陷，主张“从政府主导到

网络企业与行业组织主导”“从技术控制到德性善

治”“从直接强制、堵塞控制到间接威慑、合作疏

导”“从零散分治到综合协同”四个方面加强网络

内容治理机制创新[17]，从而在机制上为网络内容

治理方法革新提供有益借鉴。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网络内容治理的研究

在深度与外延方面均有所推进。随着我国网络社

会的飞速发展，网络内容治理的研究空间还在不

断延伸，与国外的前沿研究相比，许多问题尚待

解决。相较数字治理的其他热点议题，国内网络

内容治理的研究总量有限，多数成果分散在传播

学领域，缺乏公共管理研究视角的观照。因此，

本文尝试弥补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足。 

 

三、政策选取与文本编码 
 

为探究前文提出的三个问题，本文采用政策 
文本内容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政策文本内容分析

是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Computer Assisted Text 
Analysis，CATA)的一个分支，是一种介于定性与

定量之间的半定量研究方法。该方法借助计算机

软件对政策文本进行概念抽取和定量化统计，并

对文本数据进行自动统计和关系识别[18]，旨在建

立一个以概念形式来描述现象的模型[19]，最终形

成能够反映政策内部诸要素的性质与关系的理论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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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方法，文章的基本研

究思路是：设立时间、内容、主体三方面的标准，

通过官方网站或数据库来收集、遴选相关网络内

容治理政策，进一步搭建政策文本三维分析框 
架，进行概念抽取、节点归纳与文本编码，最后

通过计算机的辅助分析，得出研究结论。 
(一) 政策文本选取的标准与来源 
1. 政策文本的选取标准 
首先是政策之本选取的时间标准。本文对网

络内容治理政策的选取是在以下三个时间段内

分别进行检索与筛选的。第一，PGC 时代(1998
年至 2004 年)。1998 年，搜狐公司正式诞生，全

球最大的华人网站—— 新浪成立，网易将企业定

位转型为门户网站，腾讯迎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在

深圳扎根，这四家互联网公司的成立或转型标志

着中国内容门户网站时代的开启，同时也是互联

网专业生成内容模式的开始；第二，UGC 时代

(2005 年至 2017 年)。2005 年，以新浪博客(blog)
为代表的支持用户自主创作的博客平台开始在

中国互联网上大量涌现并迅速走红，互联网用户

生成内容模式自此逐渐成了网络主流；第三，

AIGC 时代(2017 年至今)。2017 年，第一部由 AI
编写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正式出版，其作

者是微软推出的人工智能虚拟机器人“小冰”。

“小冰”同年入选中国“2017 年度 00 后十大诗

人”。这一事件带动各种类型的 AIGC 应用在国

内不断推出，互联网 AI 生成内容模式开始冲击

传统的内容生产行业。 
其次是政策选取的内容标准。分为治理对象

与对象载体两个维度：第一，就治理对象来说，

所选政策的治理对象是在国内互联网上传播的

文本、音频、图像、视频或混合形式(如网络游戏、

直播)等内容；第二，就对象载体而言，所选政策

治理对象的载体，是在国内互联网上传播上述内

容的网络媒介，包括门户网站、博客、论坛、贴

吧、视频平台和相关的应用 App 等。综合来看，

无论是对治理对象还是对对象载体采取内容监

管、行为规范与归责确权等治理策略，都属于本

文研究的政策范围。 
最后是政策选取的主体标准。历年来，从中

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针对网络内容的治理制定并

发布了大量政策。考虑到各地数字化发展水平存

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以及操作的便利性与研究

的代表性，本文所选网络内容治理政策的发布主

体均为国家级部委办局，地方单位的出台的相关

政策暂不纳入研究范围。 
2. 政策文本来源 
为确保选取政策的权威性与全面性，本文选

取的政策文本数据来源于“政眼通”政策大数据

分析服务系统、“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检索系统

与相关国家级部委办局的政务公开网站。检索方

式为政策全文检索，先通过关键词如“互联网”

“网络”“互联网信息内容”“网络信息服务”

“网络治理”等进行粗略检索，再针对具体政策

内容进行筛选。 
依据政策选取的时间标准、内容标准与主体

标准，通过政策数据库交叉对比检索，本次研究

最终共选取 81 条符合标准的政策文本作为研究

对象。其中，PGC 时代政策文本 20 条，UGC 时

代政策文本 36 条，AIGC 时代政策文本 25 条。 
(二) 政策文本分析框架与编码过程 
1. 互联网内容治理政策分析框架 
为方便后续的概念抽取与文本编码等研究

操作，本文基于对 81 项政策文本内容的综合考

察，参考孙逸啸的网络内容治理政策工具分类方

法[16]、基于传播学的网络内容生产阶段划分方法

与何明升关于网络内容治理的价值向度阐释[20]，

从治理工具、治理环境、治理价值三个维度构建

出互联网内容治理政策三维分析框架(如图 1 所

示)：第一，将治理工具作为 X 轴维度，并将其

划分为规范式、运动式、引导式、智能式四类。

其中规范式治理工具主要是政府在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等制度层面上的建构；运动式治理工具侧

重政府的专项整治和社会动员等，引导式治理工

具指的是政府以非强制性手段进行行为指导与

理念引领，智能式工具即政府运用互联网技术进

行数字赋能、社会赋权与创新机制等。第二，将

治理环境作为 Y 轴维度，即网络内容生产发展的

三个阶段指向不同时期网络内容治理政策所处

的现实环境与社会基础。第三，将治理价值作为

Z 轴维度，首先是以安全作为第一项治理价值，

核心在于保证网络内容的无害化；其次是有序，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29 卷第 5 期 

 

152

 

即维护互联网内容生产、传播的正常秩序，关键

在于保障网络内容的规范化；再次是发展，促进

互联网内容生产与网络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

义在于促进网络内容的现代化；最后是和谐，打 
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形成良好的网络内容生

态，主旨在于网络内容的协调化。 
 

 
图 1  互联网内容治理政策分析框架 

 
其中，通过 X−Y 轴可以考量在不同治理环

境下政府对不同治理工具的偏好，通过Ｘ−Ｚ轴

能够透视治理工具背后的政策理念与治理价值，

Y−Z 轴可以反映出在不同治理环境中政府治理

价值的权重分布状况。由此可见，该分析框架的

建立有利于对我国网络内容治理政策的发展进

行深度、多维的内容分析，同时也是后续概念抽

取、节点归纳与文本编码操作的依据。 
2. 编码过程 
本文选择的政策文本内容分析工具为Nvivo20

软件，在将选取的 81 份网络内容治理政策文本导

入 Nvivo20 后，基于互联网内容治理政策分析框

架，进行概念抽取、三级节点的归纳与编码操作(详
见表 1)。统计结果表明，本研究对政策文件的编码

覆盖率达 90%，一致性检验结果 Kappa 系数较高，

信度良好。 
 

四、内容分析与研究发现 
 

(一) 整体概况 
本研究选取的 81 条互联网内容治理政策文

本共形成了 3 800 个参考点，其中治理工具维度

共2 073个参考点(54.55%)；治理价值维度共1 513
个参考点(39.81%)；治理环境维度共 214 个参考

点(5.63%)。其中，治理环境维度之所以占比较

低，是因为每条政策文本有且只有一个颁布时间

可对应参考点，且政策文本中对治理环境的描 
述往往只是为了达到烘托议题的目的而存在，并

非政策的重点内容。相较之下，每一规定通常对

应着特定的治理工具、蕴含着特定的治理价值，

单一政策文本内部也会存在对不同类型治理工

具的整合运用与不同治理价值的综合考量，因

此，治理价值与治理工具维度参考点更多，占比

也更高。 
同时，运用软件的词频统计与可视化功能进

行分析，能够得出 81 份互联网内容治理政策文

本的整体词频统计云图(如图 2 所示)，其中“互

联网”“网络”“信息”“管理”“服务”“规

定”是所选政策文本中的高频词。这不仅显示了

所选政策与研究主题是高度契合的，而且也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网络内容治理政策的关注要点。 
(二) 治理工具维度分析 
纵观 81 条网络内容治理政策文本，治理工具

维度参考点共 2 073 个。具体来看，规范式治理

工具共 1 525 个(73.56%)，运动式治理工具共 214
个(10.32%)，引导式治理工具共 220 个(10.61%)，
智能式治理工具共 114 个(5.50%)(详见表 2)。由  
此可认为，从 1997 年至今，中国在网络内容治   
理工具上的使用偏好依次为规范式、引导式、运动

式、智能式，其中规范式治理工具的使用频次占绝

对优势。 
在规范式治理工具当中，按内容比重依次可

划分为：内容规制、违规处置、登记备案、行政

许可与法律权威等五类。由表 2 数据显示，网络

内容治理政策中规范式治理工具强调“令行禁

止”，内容规制、违规处置、行政许可三类带有

强制性的治理政策占主要地位，诸如明确禁止网

络内容中出现特定类型的信息、违规加以罚款甚

至注销网络服务许可证等措施成为政府青睐的

管理方式。 
政府的网络内容治理政策体现了政府对规

范式治理工具的偏好，其工具选择的逻辑可从以

下两方面进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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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级编码过程示例 

一

级 
二级 三级 内容描述 来源 

治

理

工

具 

规范式 违规处置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违反本规定第五条、第七条或者第十

三条的规定，由电信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处以警告，

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向社会发布公告 

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

秩序若干规定 

运动式 专项整治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国务院电信、公安、新闻出版广

电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工作沟通和协作配合，依

法开展联合执法等专项监督检查活动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

规定(2017) 

引导式 理念引领 

制定行业规范、自律公约和团体标准，加强行业自律，引导

会员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从事互联网广告活

动，推动诚信建设，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 

智能式 数字赋能 

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部门在立案前调查或者检查过程中依

法取得的证据，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通过网络巡查等

技术手段获取的、具有可靠性的电子数据可以作为认定事实

的依据 

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行政

执法程序规定 

治

理

环

境 

PGC 问题发现 

最近，某些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设置电脑网络游戏栏目，播出

电脑网络游戏节目，给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带来不利影响，

广大群众对此意见很大 

国家广电总局关于禁止播

出电脑网络游戏类节目的

通知 

UGC 现象认知 
近年来，我国网络游戏市场快速发展，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

化精神文化需求、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部关于改进和加强网

络游戏内容管理工作的通

知 

AIGC 观念更新 

信息无障碍是指通过信息化手段弥补身体机能、所处环境等

存在的差异，使任何人都能平等、方便、安全地获取、交互、

使用信息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残

疾人联合会关于推进信息

无障碍的指导意见 

治

理

价

值 

安全 
网络意识

形态安全 

进口互联网文化产品应当报文化部进行内容审查。经批准的

进口互联网文化产品应当在其显著位置标明文化部的批准

文号，不得擅自变更产品名称或者增删产品内容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

(2011 修订) 

有序 传播秩序 

分级应对，有序管理。根据网络舆论可能造成社会影响的大

小，安全生产网络舆情划分为一般网络舆情、较大网络舆情、

重大网络舆情和特别重大网络舆情。针对不同等级的舆情，

坚持分级应对的原则，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提高效率， 

注重效果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关于印发《安全生产网络

舆情应对预案》的通知

发展 行业实力 
增强网络音乐企业竞争能力，努力打造一批具有中国风和 

国际影响力的民族原创网络音乐品牌 

文化部关于网络音乐发展

和管理的若干意见 

和谐 以德净网 

要切实采取有力措施不为违法失德艺人提供公开出镜发声

的机会，防范遏制炫富拜金、低俗媚俗等不良风气在直播领

域滋生蔓延，以免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污染网络视听生态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加

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

播管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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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互联网内容治理政策文本的整体词频统计云图 

 
表 2  政策内容的治理工具维度分布情况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三级编码 文件 构成比(%) 参考点 构成比(%) 

治理工具 

规范式 

 81  1 525  

内容规制 64 79.01 497 32.59 

违规处置 53 65.43 455 29.84 

登记备案 48 59.26 301 19.74 

行政许可 37 45.68 231 15.15 

法律权威 61 75.31 225 14.75 

运动式 

 64  214  

社会动员 51 79.69 102 47.66 

专项整治 28 43.75 67 31.31 

责任下沉 31 48.44 49 22.90 

引导式 

 58  220  

行动指导 48 82.76 151 68.64 

理念引领 27 46.55 44 20.00 

政策支持 19 32.76 33 15.00 

舆论导向 6 10.34 16 7.27 

智能式 

 44  114  

数字赋能 39 88.64 85 74.56 

机制创新 12 27.27 18 15.79 

社会赋权 12 27.27 13 11.40 

 
一方面，中国网络内容治理政策的规范式工

具偏好有其现实合理性。回顾网络内容生产发展

的三个阶段可以发现，网络内容的发展速度总是

先于政府的反应速度。这一现象使得不同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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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内容和网络内容的不同层面都有可能存在

管理漏洞与有待加强治理的空间：负面的甚至违

法的信息容易在这些漏洞与空间中滋长。这就要

求政府尽快通过内容规制、违规处置等措施树立

政府在网络空间的治理权威，进而解决责权归

属、矛盾纠纷等网络内容生产与传播过程中的出

现的问题。政府嵌入网络内容生产与传播过程的

现实需求，推动了其自身对规范式治理工具的偏

好；此类治理工具的广泛应用也反映了政府希望

提升自身对网络内容空间的理解力、适应力与掌

控力。 
另一方面，政府对规范式治理工具的偏好与

对“强监管”路径的依赖是密不可分的，但此路

径就网络内容生产的长期发展来看存在一定隐

患。在 PGC 时代，“强监管”或许是行之有效的，

因为专业内容生成的主体明确、规模较小、技术

较简单，容易被纳入政府的全能监管范围之内。

进入 UGC 和 AIGC 时代后，用户内容生成与人

工智能内容生成的主体碎片化、技术复杂性等特

点决定了新时期的网络信息内容是无法单纯依

靠政府的全能监管实现善治的。对网络内容生产

的全能监管不仅会对政府的管理能力与公职人

员的网络素养构成挑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加

大网络内容规制与网络言论自由之间的结构张

力。换而言之，政府对规范式治理工具的过度偏

好和对全能式强监管的路径依赖，都可能造成行

政资源的浪费与行政效能的下降，从长远来看对

社会稳定也存在不利影响。 
在大多数情况下，运动式和引导式治理工具

是作为辅助的治理工具投入中国的网络内容治

理实践的。运动式治理工具是以政府跨部门的联

合行动与专项整治、社会动员等形式为主，采用

发动声势浩大的“净网行动”，动员社会各界协

同抵制、共同监督举报等措施，同时通过下沉责

任，强调各大网络内容发布平台、网络内容服务

提供者等主体的管理责任。运动式治理工具的运

用虽然见效快、成果可观，但是容易遭遇反复。

引导式治理工具既包含理念上倡导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诚实守信等道德建设来引领相关

主体提高思想认识水平；也包含行动上采用鼓励

成立互联网行业协会、制定网络公约等非强制性

措施来凝聚共识、指导实践。近年来随着网络舆

情事件的多发，对网络舆论导向的引导与把握也

成了中国政府采用的引导式治理工具之一。这类

治理模式虽然看起来不错，但是在实践中极易流

于形式、浮于表面。尽管运动式和引导式治理工

具在客观上有助于政府摆脱对“强监管”的路径

依赖，但是政府目前对运动式和引导式治理工具

的使用情况还远未达到能彻底摆脱的地步。 
此外，由智能式治理工具的运用状况可知，

无论是在政府系统还是在网络领域，数字赋能的

优势已得到重视并不断强化，例如其在舆情监控

与分析系统、用户数据动态监测系统等领域的广

泛运用。智能式治理工具还应在体制机制层面纵

深推广，将应用数字化与体制机制层面的流程再

造、框架重塑相结合，将数字政府治理与数字社

会治理相联结，让新技术、新应用在网络内容治

理过程中成为政府与社会的沟通桥梁。 
总之，在网络内容治理工具维度，中国政府

主要采用以“令行禁止”为核心的规范式治理工

具；以运动式和引导式工具作为社会参与和共识

凝聚层面的补充；对智能式治理工具的应用尚有

待加强。 
(三) 治理环境维度分析 
综合 81 条网络内容治理政策文本，治理环境

维度参考点共 214 个，其中 PGC 时代分布 20 个

(27.57%)，UGC 时代分布 91 个(42.52%)，AIGC
时代 64 个(29.91%)，且内容结构基本一致，都可

分为时间节点、观念更新、问题发现与现象认知

四个部分(详见表 3)，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问题导

向、渐进发展与政策学习等特点。 
政策文本对治理环境的描述一般是为了烘

托议题。将此类描述进行细化归类可以发现，政

府对网络内容治理环境逐步适应的过程遵循“概

念—问题—现象”逻辑，恰好对应“点—线—面”

的平面结构，诠释了中国政府在网络内容治理领

域进行渐进发展与政策学习的过程。 
以 2008 年《关于加强互联网地图和地理信

息服务网站监管的意见》为例来说明政府的学习

能力：该政策文本中首先提及卫星定位技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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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政策内容的治理环境维度分布情况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三级编码 文件 构成比(%) 参考点 构成比(%) 

治理环境 

PGC 

 20  59  

时间节点 20 100.00 20 33.90 

观念更新 11 55.00 32 54.24 

问题发现 3 15.00 3 5.08 

现象认知 5 25.00 6 10.17 

UGC 

 36  91  

时间节点 36 100.00 36 39.56 

观念更新 25 69.44 50 54.95 

问题发现 7 19.44 7 7.69 

现象认知 6 16.67 7 7.69 

AIGC 

 25  64  

时间节点 25 100.00 25 39.06 

观念更新 18 72.00 34 53.13 

问题发现 3 12.00 4 6.25 

现象认知 4 16.00 5 7.81 

 
感技术的进步带动了互联网地图和地理信息服

务的快速发展，属于现象认知层面；其次点出存

在的“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发布错误的国家版

图信息，强调其对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的危害，

属于问题发现层面；最后提出，“地理信息是国民

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数据。互联网地

图作为地理信息的载体之一，是国家版图的主要

表现形式，体现着一个国家在主权方面的意志和

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外交立场……是一种特殊

的地图产品”，在观念上更新了互联网地图的概

念与定位。这一不断渐进的行文方式侧写了政策

制定过程中对研究对象认识的深入，体现了政府

“善学习”的理论品质。 
从治理逻辑来看，中国政府对网络内容治理

环境演化的适应过程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意识：

先从现象中发掘问题、再通过问题触及本质，是

一种侧重政策问题感知与政策目标调整的外生

型政策学习方式[21]。该方式通过有效政策学习、

成功适应外部环境和充分回应社会需求等步骤

来实现网络内容治理的渐进式改革与发展。从治

理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中国政府的“善学习”能

力在网络内容治理层面的运用体现在以下层面：

先以问题导向带动概念的更新与规范，即单点突

破；再围绕核心概念制定多条政策，多线并行；

最后建构一张与概念相关的政策网络，具有较强

的科学性。 
政策发布数量的变化趋势同样印证了上述

观点(详见图 3)。从 1997 年至今，历经网络内容

生产的三个阶段，相关政策发布频率不断加快，

政策主题辐射范围不断扩大，政府对网络内容新

事物的反应速度也显著加快。 
(四) 治理价值维度分析 
总览 81 条网络内容治理政策文本可以发现，

治理价值维度参考点共 1 513 个，其中安全共 467
个(30.87%)，有序共 525 个(34.70%)，发展共 187
个(12.36%)，和谐共 334 个(22.08%)。表 4 的数

据表明，中国网络内容治理政策以安全和有序为

核心价值，发展为现实要求，和谐为精神追求，

体现出“重稳定”的渐进特色。 
结合统计数据来看，在政策治理价值的安全维

度，涉及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容占比超过 70%，

拥有较高的政策价值。这印证了网络内容治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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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97 年至 2022 年互联网内容治理政策发布数量统计图 
 

表 4  政策内容的治理价值维度分布情况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三级编码 文件 构成比(%) 参考点 构成比(%) 

治理价值 

安全 

 70  467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61 87.14 331 70.88 

网络权益保护 46 65.71 91 19.49 

未成年人保护 25 35.71 66 14.13 

网络信息安全 30 42.86 53 11.35 

有序 

 77  525  

管理规范 62 80.52 237 45.14 

市场秩序 34 44.16 134 25.52 

传播秩序 55 71.43 155 29.52 

发展 

 58  187  

内容质量 19 32.76 31 16.58 

行业实力 46 79.31 115 61.50 

社会进步 18 31.03 29 21.17 

治理水平 10 17.24 14 7.49 

和谐 

 73  334  

以德净网 67 91.78 225 67.37 

以人为本 47 64.38 115 34.43 

 
策的制定是将安全尤其是网络意识安全放在首位

的看法。党的领导、革命历史、社会主义制度、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凡是与意识形态安全相

关的内容，都在多项网络内容治理政策中被反

复、明确、严格地禁止妄议与传播，违者会遭受

严重处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政府高度重视网络

意识形态安全，尤其是在防范境外势力恶意渗透、

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体现了“重稳定”的渐进特性。

渐进特性是由美国政策科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

姆提出的一种决策模式特征。作为一种保守型决

策模式，渐进决策偏重于在决策过程中采用分步

骤的方式对现行政策加以修改，在维持整体社会

稳定的同时，逐渐实现决策目标[22]。“重稳定”

的渐进特性决定了保证网络内容的意识形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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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与维持网络生态稳定是网络内容健康生产与

传播的必要前提，使得政府的网络内容治理在应

对各类网络新型风险时表现出明显的制度优势。

但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之外，网络信息安全、网

络权益保护、未成年人保护等内容同样不容忽

视。一个坚固稳定、多维立体的网络内容安全保

障体系，应当是在突出重心的同时覆盖全面，从

上至下、从政府到社会撑起一把的“保护伞”，

从而确保网络内容的无害化，为网络内容生产保

驾护航。 
同时，在政策治理价值的有序维度，从对政

府与相关主体管理秩序的设置，到对网络内容服

务市场上竞争、交易关系的规范，再到网络内容

传播秩序的维护，有序这一治理价值始终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相交融，始终与全面深化

依法治国的进程相协调。有序与安全的政策治理

价值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稳定”这一渐进决策

模式的内核。 
与有序价值背后的法治理念相对应，和谐价

值的本质是德治理念。在政策治理价值的和谐维

度，其内容层次并不复杂。一方面，和谐的政策

治理价值强调用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观去净化

网络空间、扭转网络不良风气，从而达到提高网

络信息内容质量的政策目标；另一方面，这一治

理价值也强调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理念，突

出用户导向、消费者导向、人民群众导向等等，

从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有

序与和谐相互作用，法治与德治相互统一，指明

了网络内容治理政策层面的精神追求，勾画出健

康网络文化与清朗网络空间的美好愿景。 
最后，在政策治理价值的发展维度，与安全、

有序、和谐相比，发展在政策文本中被提及较少。

这是因为在政府渐进决策的模式下，网络内容方

面的发展必然是在安全、有序前提下的发展，是

缓慢的、谨慎的量变过程，但这并不说明政府认

为网络内容方面的发展不重要。就政策文本来

看，中国政府更注重的是网络内容相关产业与行

业整体实力的提升，壮大数字经济与数字产业，

推动数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而通过量变积累

进而带动内容质量、网络社会与整体治理水平的

提高。 
(五)多维度交叉分析 
分阶段考察 81 条网络内容治理政策文本，

PGC 时代参考点共 771 个，其中治理工具共 391
个(50.71%)，治理环境共 59 个(7.65%)，治理价

值共 321 个(41.63%)；UGC 时代参考点共 1 592
个，其中治理工具共 850 个(53.39%)，治理环境

共 91 个(5.72%)，治理价值共 651 个(40.89%)；
AIGC 时代参考点共 1 437 个，其中治理工具共

832 个(57.90%)，治理环境共 64 个(4.45%)，治理

价值共 541 个(37.65%)。总的来看，从 PGC 到

AIGC 时代相关政策各个维度的内容层次都越来

越丰富，内容密度都越来越大，具体的内部结构

分布情况如图 4 所示： 
 

 
图 4  1997 年至 2022 年互联网内容治理政策发布数量统计图 



政治与社会研究              柴宝勇，陈若凡，陈浩龙：中国网络内容治理政策：变迁脉络与工具选择—— 基于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 

 

159

 

在 X−Y 轴维度，即“治理工具—治理环境” 
维度上，规范式治理工具所占比重在三个阶段都

高，再次印证了中国政府在网络内容治理领域对

以“令行禁止”为核心的规范式治理工具的偏好

与对“强监管”路径依赖；同时，规范式治理工

具所占比重逐年缓慢下降，与之相对应的是运动

式、引导式与智能式治理工具占比逐年缓慢上

涨，这一趋势突出了中国政府在选用治理工具、

制定政策内容方面的“重稳定”渐进特性。面对

三个阶段网络内容治理环境、网民需求与社会利

益等各方面的差异，政府势必需要以既有政策为

基础、汲取既有经验，对治理工具与目标等进行

调整。但治理环境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政府变革性与创造性使用治理工具的步伐，在纷

繁的网络环境中，只有通过渐进决策方式才能维

持秩序、解决矛盾、寻求共识，防止出现舆情失

控等局面产生。 
在 X−Y 轴维度，即“治理价值—治理环境”

维度上，政策的治理价值维度变化可以从以下三

个方面展开分析：首先，安全与有序价值的占比

始终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范围内波动，再次凸

显了中国政府在网络内容治理领域的以稳定为

前提的渐进决策特征；其次，发展价值的占比先

升后降，同样是政府渐进决策模式下根据不同阶

段的治理实践调整政策目标的表现；最后，和谐

价值的占比则以较快的速度提升，显示政府对提

高网络内容治理质量、净化网络社会空间越来越

强烈的政策目标追求。 
在 Y−Z 轴维度，即“治理工具—治理价值”

维度上，综合三阶段治理工具与治理价值的数量

及占比变化可以初步发现，中国政府在网络内容

治理政策中使用的单项治理工具所蕴含的价值

内容越来越丰富；不同类型治理工具间的价值呼

应、重叠现象也越来越明显。例如，大部分规范

式治理工具在 PGC 时代都是以安全或有序为价

值导向，但进入 UGC 与 AIGC 时代后，以发展

或和谐作为内在价值的规范式治理工具越来越

多；围绕同一治理价值主题，在同一份政策文本

中使用多种治理工具来做出回应的情况逐渐增

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政府网络内容治理的渐

进式改革深入推进、政府网络内容治理能力进一

步提升的表现。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 81 项网络内容治理政策文本的内容

分析，文章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中国政府在网络内容治理领域具有

“强监管”的路径依赖与“善学习”的能力禀赋，

前者表现为对以“令行禁止”为核心的规范式治

理工具的偏好，后者体现在以问题导向逐步适应

网络内容治理环境的过程中。针对网络内容治理

的复杂性，“强监管”的路径依赖虽然有其存在

的现实必要性，但是过分倚重内容监管可能造成

行政资源的浪费与行政效能的下降，长远来看对

社会稳定也存在不利影响，因此需要灵活选择治

理工具，以“善学习”的能力禀赋带动治理思维

的转变与治理能力的提升。 
其次，中国政府的网络内容治理政策具有

“重稳定”的渐进特性。这一特性使得政府在适

应网络内容生产日新月异的变化时，有效达成了

维护网络社会稳定、规范网络内容秩序的治理目

标，体现了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面对网络社会

未来的大发展、大变革，政府应当在坚持采用渐

进决策模式，维护网络社会的基本稳定的同时，

提升政府对网络社会发展的影响力、掌控力，以

更主动、更积极的姿态推动网络社会朝着先进、

健康、阳光的方向发展。 
再次，从 PGC、UGC 到 AIGC 时代，网络

内容治理政策虽然都偏好规范式治理工具和安

全、有序的治理价值；但是 UGC 时代的网络内

容治理政策更强调发展的治理价值、和谐价值。

这是政府依据现实的治理需要，对政策进行渐进

式调整的体现。这就要求各级政府深化互联网思

维，与时俱进，关注在网络内容生产发展的不同

阶段，内容发布主体、网络社会需求、网络传播

特性等各方面存在的差异，以增强政策制定的实

效性与科学性。 
最后，从网络内容治理推及其他数字治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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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例如数字政府建设同样具备“强监管”的路

径依赖、“善学习”的能力禀赋与渐进决策模式

等特征，只是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存在。在此基础

上，透视网络内容治理政策的变迁脉络、工具选

择及其内在逻辑，能够为其他数字治理实践提供

经验借鉴，即从治理工具的科学应用、治理环境

的灵活适应、治理价值的合理选取三个维度入

手，完善顶层设计，切实提高数字政府治理与数

字社会治理能力。 
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国网络内容治

理政策的变迁脉络、工具选择的内在逻辑及其产

生的影响，从网络内容生产的阶段性变化来理解

我国政府的网络内容治理是一个崭新的、系统的

视角。当然，本文在方法与内容上仍存在一定的

不足：在方法上，政策文本内容分析的概念抽取

方法没有超越传统的文本分析方法和流程，在数

据处理环节仍依赖研究者的人工提取，后续还可

采用量化程度更高的网络分析、机器学习、数据

挖掘等研究方法；在内容上，文章仅限于网络内

容治理政策文本层面的研究，对于现实的、具体

的政策制定、决策与执行状况，以及网络内容治

理中政府与平台、公众的互动过程还存在丰富的

研究空间，有待后续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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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 selection—A policy-text-based cont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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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governance, the paper examines the evolution thread of China's 
online content governance policies from the three stages of changes in the online content production mode 
from professionally generated content (PGC), 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 to artificially intelligent 
generated content (AIGC). By selecting 81 online content governance policy texts between 1997 and 2022, 
and by adopting the methodology of content analysis of policy text, the study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policy-analysis framework of "governance tools-governance environment-governance value", and finds that 
the commonality of Internet content governance policies at the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lies in the 
emphasis on normative governance tools and the two governance values of security and order, while the 
differences are reflected in the different percentages of the use of campaign-type, guided-type, and 
intelligent-type governance tools,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ttention paid to the governance values of 
development and harmony at different stag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the path dependence of "strong 
regulation", the ability endowment of "good learning" and the gradual characteristic of "heavy stabilization" 
in the field of online content governance, which requires starting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governance 
tools, governance environment and governance value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bility of digital government 
governance and digital social governance. 
Key Words: digital governance; internet content governance; content analysis; evolution thread; tool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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